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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研究注重对地方政府供给能力而非供给意愿的考

察,但在福利产品中,维护社会稳定被视为政府供给的重要目的。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了地

区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对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社会稳定风险水平对医保

筹资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显示出地方政府在福利供给中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吸纳。但这种吸

纳主要来自于制度内政治参与所表达的诉求,对社会化和制度外渠道表达的诉求则关注不足,需
要提高对社会化和制度外参与诉求的吸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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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ditionalresearchonthesupplyleveloflocalpublicgoodsfocuseson
theinvestigationoflocalgovernmentsupplycapacityratherthanthesupply
willingness.Butinwelfareproducts,maintainingsocialstabilityisviewedasan
importantgoalofgovernmentsupply.Usingnationalsurveys,thepaperexamined
theimpactofsocialstabilityrisksonlocalcitizens'healthinsurancefundinglevel.It
isfoundthatthelevelofregionalsocialstabilityriskhasasignificantpositive
impactonthelevelofmedicalinsurancefunding,showingthatlocal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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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fficientlyconcerned,and the degree of absorption ofsoci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outsidethesystemneedstobe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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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提供超出社会稳定水平

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公共物品? 这是当代中国研

究中的经典议题。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

了社会团体[1]、反腐力度[2]、宗族势力[3]等因素对

地方基础设施、教育质量、基础设施融资等公共服

务的影响,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地区之间的

竞争和社会资本等多个因素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

的影响[4]。然而,当前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动力

的研究大多关注地方政府供给“能力”而缺乏对

“供给意愿”的考量:无论是地区经济实力、地区竞

争还是社会资本等因素,都着重于考察地方政府

服务供给中的“能力保障”,但对于地方政府的“供
给意愿”,即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主动性和所追求

的目标,学界研究多将之视为无关变量或是默认

问题,进行了忽略处理。就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

国的情况来看,公共物品尤其是软性公共物品的

供给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在发展

中国家,公共物品供给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稳

定,通过减少社会的贫困和不平等、提升民众的生

活水平等方式,减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从而

降低社会冲突的发生可能性[5],提高政权稳固性。
尤其就社会福利产品的供给而言,社会稳定因素

在其中发挥着更高比例的作用。不少研究都表

明,“维稳”在中国社会福利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

动力和目标性作用[67]。
近十年来,中国不断加强社会保险制度尤其

是居民保险制度建设,建立起由职工保险和居民

保险构成的两套社会保险体系,形成了全覆盖的

保障局面。在政策执行中,对于医疗保险的筹资

水平,中央政府未做统一的上限规定,而是由各

地方自主决定地区的医疗保险筹资水平,根据自

身情况设定筹资水平线。这使得在实际运作中,
不同地区的医保筹资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为

研究地方医保服务供给差异提供了一个良好案

例。由此,本文拟从地区医保筹资水平差异出发,
关注“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地方福利产品的供给水平,探索这一抽象目标对

福利产品供给的作用程度和发挥作用的机制,以
深化对中国福利供给特征的认识。

一、社会稳定风险与福利供给

1.研究基础:中国福利供给的维稳逻辑

“社会稳定风险”是“造成社会动荡、威胁到正

常社会秩序的风险”[8],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社会

失序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破坏社会和谐的重

要因素”[9]。社会稳定并非一种静态的稳定状态,
而是依赖于社会多元主体对国家、政体和主流价

值体系的认同,以达到社会各个成分之间的和谐

有序及动态平衡[10]。相较于一般的社会风险,社
会稳定风险的危机对象指向政治权威,往往由民

众对政府的不满所造成。由此,社会稳定风险通

常表现为社会矛盾的扩大、群体性事件等。而为

了维护社会稳定,福利产品供给往往被作为典型

方式,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

秩序通过对政府官员和公民强有力的社会控制而

得以维持[11]。而秩序维持的重要方式是对个体

需求的满足,让个体生存和发展所需依赖于国家

供给,使得从干部到民众对国家的依赖程度都很

高,个体不能离开国家而生存。这就使传统社会

主义国家的福利依赖区别于西方式的“策略性降

低劳动激励”[12],而是成为民众在计划体制下的

生存策略和对权力的依附形式。Lee[13]对中国基

层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面

对群体性事件时,首要采取的就是“议价还价”的
方式,将敏感问题去政治化,将政治、文化以及社

会公共诉求转化为经济诉求,以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从经验研究来看,福利供给也多处体现

了以“维稳”为目标的发放逻辑。康晓光[14]对政

府社会组织的研究发现,政府在对社会组织进行

管理时,会考虑到社会组织的风险水平,进而实施

相应的分类控制方案。Solinger[15]对兰州、武汉

等地的研究发现,维护社会稳定是低保发放的重

要目标之一。Chen[16]在探讨政府回应性问题时

发现,在公民诉求中提出要组织集体性行动或者

向更高一级政府上访的要求时,政府更容易及时

作出回应,显示出政府对维稳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医疗保险产品的供给上,维稳依然是地方政府

供给的首要考量因素。Huang[17]对中国不同地

方医保覆盖率和保障水平的案例研究后发现,政
府在医保发放中首要关注的是政权生存和社会稳

定问题,地区社会稳定风险水平越高,医保覆盖范

围就越广。
因此,理论和经验层面的证据都表明,社会稳

定风险构成中国政府福利供给的重要考量因素,
但当前对社会稳定风险与地方福利供给水平关系

的研究还较少。目前对不同地区福利供给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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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主要集中于非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诸如地区

财政筹资能力[18]、地区竞争[19]、财政支出结构[20]

等,而对社会稳定风险如何影响地区福利供给的

水平,尚缺乏直接的和系统性的研究。
由此,本文拟集中考察社会稳定风险对地区

医保筹资水平的影响。之所以选择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有如下两点原因:一是居民医疗保险具有典

型的福利产品特征,相较于职工医疗保险由个人

和企业共同缴费的方式,居民医疗保险由个人缴

费和政府补贴构成,政府负有直接出资责任,更具

福利性质;二是从实践中来看,不同地区的居民医

疗保险筹资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便于开展地区

差异研究。

2.研究框架:社会稳定风险与福利供给

当前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主要有三种角

度:政府主导的行政机关测评为主的模式、专家视

角基于研究基础上的实证推理模式以及公众视角

基于利益相关的参与模式[21];相较于前两者所具

有的行政性和利益脱钩性特征,基于公众视角的

模式可以纳入公共决策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吸纳

公民参与、听取公民意见来判断社会稳定风险水

平。这种通过利益相关主体的衡量方式更能够反

映公众的核心利益,起到社会稳定的效果。由此,
本文对社会风险的衡量也从公众参与角度进行,
并将之区分为如下三种情形[22]。

一是制度内参与渠道,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

领导、人大代表等制度内参与方式表达诉求,使得

个人的政策建议转化为政策中的一部分。典型可

以参见对人大和政协制度的研究,如Yan[23]对政

协代表、孙哲[24]对人大代表角色的研究,显示出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收集民意上的作用及其对

政府决策的影响。
二是社会化参与渠道,这种渠道主要通过社

会化渠道如报纸、网络平台等媒介来发出声音,通
过社会注意力的集中来形成舆论优势,引起政府

关注,推动政府回应。比如民众通过政府问政平

台的留言和写信功能,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并

得到回应[25],或者通过网民的集中性关注形成网

络舆情事件,推动政府关注并解决问题等。
三是制度外参与渠道,主要表现为上访、群体

性事件等形式,通过直接“施压”来推动政府回应

民众诉求。典型研究如肖唐镖[26]搜集了中国各

个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次数、发生规模等数据,
考察群体性事件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数额的

影响,发现群体性事件能够使地区的维稳经费显

著增长。
制度内参与、社会化参与和制度外参与这三

种公民表达诉求方式,都可能成为政府社会稳定

风险感知的渠道来源,并据此作出相应的福利决

策,来解决或缓解地方的社会稳定风险压力。据

此我们提出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推动政府福利政策

制定的三个假设。
假设1:民众通过制度内参与渠道表达诉求,

政府吸收进而提高福利供给水平。
假设2:民众通过社会化参与渠道表达诉求,

政府吸收进而提高福利供给水平。
假设3:民众通过制度外参与渠道表达诉求,

迫使政府提高福利供给水平以平息问题。
下面,本文将利用经验证据对这三条途径给

予验证分析,探究社会稳定风险影响政府福利供

给的路径。

3.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两大类数据:调查数据和统计

数据。调查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中心于

2010和2014年分别执行的两项全国性抽样调查

“公 共 服 务 与 政 治 支 持”。这 项 调 查 采 取

“GPS辅助的区域抽样”与分层多阶段相结合的

方法[27]来抽取样本,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户籍抽样

难以覆盖流动人口、户籍资料不精确、人户分离等

问题。两项调查的研究总体皆为在中国大陆地级

市及以上级别城市居住满6个月的18~80岁的

中国公民。两个年份抽样单位一致,初级抽样单

位为市辖区,次级抽样单位为半分格①。抽样后

一共有12个西部城市、17个中部城市以及16个

东部城市。其中,2010年完成3884个有效样本,
完成率为61.7%;2014年完成4128个有效样本,
完成率为61.4%。

统计数据主要包括各地级市城镇居民医保制

度启动时间、筹资水平,以及地区经济规模、流动

人口规模、财政收入水平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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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城镇居民医保实施概况

1.制度启动时间

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始部署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要求有条件的省份选择

2~3个城市启动试点。2009年,人社部和财政部

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工作的通知》,要求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展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至此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政策基本全面展开。

2.医保筹资水平

医保筹资由财政补贴(政府筹资)和个人筹资

组成,而财政补贴为其主要来源[28],这也使得筹

资水平成为考察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重要指

标。在具体执行标准上,《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
号)要求各地“低水平起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

各方面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筹资水平和保障标

准”,筹资水平确定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基本医疗消

费需求,并考虑当地居民家庭和财政的负担能力,
恰当确定筹资水平”,并规定各地要按每年不低于

人均40元给予补助。
在中央基本要求之下,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

定了各自的筹资水平。比如武汉市2007年发布

的《武汉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规
定:各类中小学阶段的在校学生、少年儿童及其他

18周岁以下的居民筹资水平为每人每年100元,

18周岁及以上居民筹资水平为每人每年420元。
泸州市2009年发布的《泸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暂行办法》,则规定筹资标准为上年度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左右。
由此,利用当地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在

岗年收入作为同一比较标准,各地医保筹资水平

显示出较大的地区差异。2014年,广东汕头、四
川成都、河南开封、湖南岳阳、福建漳州等地医保

筹资标准较低,分别仅占当地上年从业人员在岗

人均 收 入 水 平 的 0.34%、0.36%、0.46%、

0.47%、0.46%;而同期广东广州、黑龙江大庆、山
东青岛、上海、浙江舟山等地筹资水平则较高,分
别达到当地上年从业人员在岗人均收入水平的

1.28%、1.55%、1.63%、3.30%和1.77%。

三、社会稳定风险与地区

医保筹资水平差异
  1.变量选择及描述

因变量选择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水平。在一般

研究中,筹资水平被作为考察医疗服务水平的重

要因素和主要指标[29],与民众所享有的社会保障

待遇密切关联[30]。从操作层面看,地区城镇医保

筹资水平显示出较大的内部差异,适合作为因变

量来探究其原因。因此,本文选择地区医保筹资

水平作为对地方政府医保供给力度的衡量。
在测量方法上,本文选用当地城镇居民医保

筹资水平占当地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在岗年

收入的比例来确定,这可以衡量筹资水平的相对

水平,也便于进行地区比较。其中,2010年地区

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水平波动范 围 在0.4%~
1.8%之间,接近正态分布,均值为1.019%,方差

为0.290;2014年,医保筹资水平更为分化,均值

降低到0.890,方差扩大到0.404。这与医保筹资

标准变动缺乏灵活性有关,很多地区在2014年执

行的筹资标准与2010年类似,但同期地区收入水

平却在持续上涨,因此筹资水平作为比例值,就呈

现出下降态势。
自变量选择社会稳定风险变量,这里利用民

众政治参与方式来衡量。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在过

去三年是否有过如下诉求表达行为:①向上级政

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②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

己的观点;③向各级人大代表反映意见;④在互联

网有关政治主题的论坛或者讨论组中发表自己的

观点;⑤为一项社会活动组织募捐或者筹集资金;

⑥上访(包括写信和面访);⑦在请愿书上签名;

⑧游行/静坐/示威等。对这八项公民政治参与做

主成分因子分析,发现这八项参与行为可以分为

三大类(见表1)。其中,渠道①②③显示出较高

的公因子,可以合并为“制度内参与”渠道;类似

的,渠道④⑤有较高的公因子,可以合并为“社会

化参与”渠道;⑥⑦⑧则可以合并为“制度外参与”
渠道。由此,这里利用回归方法,将这三组因子生

成三个新变量,作为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衡量。
在前人对地区公共服 务 供 给 水 平 的 研 究

中[2],地区财政收入水平是显著影响因素,由此

也将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

中,来控制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
这里财政收入水平使用地区人均财政总收入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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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描述性统计发现,2010年样本地区人均财政

收入为0.626万元,标准差为0.596;2014年,
样本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提高到0.993万元,标准

差进一步扩大到0.862;由于地区人均财政收入

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卡方分布形态,故对其做开平

方根处理后再纳入到模型中,使其更接近正态

分布。

表1 政治参与方式的因子分析结果(方差最大化旋转后)

参   与   方   式 制度外参与 制度内参与 社会化参与 残差

①向上级政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 0.096 0.716 0.113 0.466
②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 0.156 0.566 0.302 0.565
③向各级人大代表反映意见 0.073 0.720 0.004 0.476

④在互联网有关政治主题的论坛或者讨论组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0.003 0.054 0.772 0.401
⑤为一项社会活动组织募捐或者筹集资金 0.091 0.117 0.751 0.414

⑥上访(包括写信和面访) 0.708 0.250 -0.065 0.433
⑦在请愿书上签名 0.723 0.162 0.042 0.449
⑧游行/静坐/示威 0.683 -0.148 0.191 0.475

  同时,在Huang等人的研究中[17],地区流动

人口比例也是影响地方政府医保政策决策的显著

影响因素。因此,这里也将地区流动人口比例作

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利用当地常住人口与

户籍人口的比值作为衡量。描述性统计发现,

2010年样本地区流动人口比例均值为1.081,标
准差为0.256;2014年,样本地区流动人口比例均

值有所降低,为1.078,但标准差扩大到0.261。
考虑到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数值型变量,且

都呈现较良好的正态分布,本文选择最小二乘法

作为回归模型。

2.数据分析结果

采用Stata14.0版本运行OLS回归,运行结

果如表2所示。

表2 地区医保筹资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人均财政收入 0.396***(0.011) 0.372***(0.065)
流动人口比例 0.340***(0.017) 0.363***(0.075)
制度外参与 0.003(0.004) 0.002(0.003)
制度内参与 0.010**(0.004) 0.010*(0.004)
社会化参与 0.004(0.004) 0.006(0.006)
年份 -0.089***(0.007) —
年龄 — -0.000(0.001)
性别 — 0.004(0.007)
教育 — 0.000(0.008)
常数项 0.324***(0.016) 0.289***(0.063)

样本数 7549 7441
分组数 — 265
调整后R2 0.363 0.351

注:***、**、*分别表示在0.001、0.01、0.05的水平上
显著

  其中,模型1仅加入了地区级别的自变量和

控制变量,着重考察地区层面因素对医保筹资水

平的影响。模型2将个人层面的样本聚类到二级

抽样单位(区县),纳入更丰富的样本来考察模型

1结果的稳健性。
从模型1的运行结果可见,在控制变量中,人

均财政收入和流动人口比例如既往研究一样,显
示出对地区医保筹资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地区

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地区城镇居民医保筹资

水平也越高;地区流动人口规模越大,地区医保筹

资水平也越高。从核心自变量来看,社会稳定风

险水平尤其是“制度内参与”显示出对地区筹资水

平的显著正向影响:地区民众通过向上级政府、向
社会组织和各级人大代表等途径进行政治参与的

比例越高,地区医保筹资水平相应就越高。而社

会化参与渠道(在互联网发表意见、为社会活动捐

款等),以及制度外参与渠道(上访、请愿、游行示

威等方式)则未显示出对地区医保筹资水平的显

著影响。
模型2加入了个人层面的年龄、性别、受教育

程度等变量,并将个人层面变量聚类到区县层面

(分组数为265个),可以在更小层面、用更多样本

来考察自变量的影响,进一步考察模型1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结果显示,制度内参与渠道仍然显

示出对地区筹资水平的显著影响,而制度外和社

会化参与渠道则仍然不显著,控制变量人均财政

收入与和地区流动人口比例的影响仍然显著,显
示出数据结果较高的稳健性。

3.数据结果分析

如上分析可见,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对地区医

保筹资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社会稳定风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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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的地区,医保筹资水平会显著提高。这一发

现与前文所综述的中国福利供给的“维稳逻辑”相
一致,显示出中国福利供给较为显著的社会稳定

因素考量。同时,这一发现也与政府回应性的研

究发现不谋而合。政府回应性的研究发现,中国

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水平较高,公民的政治

参与等行为会显著影响政府的福利决策[31]。
其次,在社会稳定风险水平影响地区筹资水

平的机制上,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前文的假设1;
但假设2和假设3所示的渠道则未显示出实证数

据结果的支持,即制度外和社会化的参与渠道表

达的诉求难以进入到政府考量范围内。这一研究

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在 Huang[17]

的研究中,医疗保险水平是对地方抗争事件的反

应:地方抗争水平越高,地方政府感受到的压力就

越大,地区医保筹资水平就越高。而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差异,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样本偏差问

题,Huang的研究主要涉及集体抗争事件较为高

发的地区,而本文研究样本规模更大,结果更具有

一般推论价值;二是研究对象有所差异,Huang
的研究对象是职工保险,相较于居民保险,职工保

险筹资更多依靠个人和企业缴费,政府直接承担

的负担较小,保险性质较为明显;而居民保险主要

依靠个人和政府出资,政府筹资占较大比重,福利

性质更为显著。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民众反映诉

求的方式存在差异,但这尚需进一步的验证。
尽管如此,制度内参与渠道更容易进入到政

府决策,依然可以从学理上得到解释。在对中国

政治韧性的研究中,“政治吸纳”被视为体制韧性

的重要来源。国家通过多种制度设计,将市场化

下分化的利益群体吸纳到既有制度中,给予他们

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而政治吸纳的对象则主要

是社会精英群体,如经济精英等[32]。经济精英通

过政协、人大等的制度设计,向政府提供提案来反

映诉求,而这也成为政府收集民意、制定政策的重

要来源[23]。因此,相较于制度外的抗争性表达和

社会化参与等表达方式,通过制度内参与来表达

诉求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得到政府的“吸纳”,从而

使诉求反映到政府决策中。

四、结  论

我国城镇居民医保制度推行效率较高,但不

同地区的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水平显示出较大的内

部差异。本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

和地区流动人口比例对这个差异贡献了显著影

响,显示出地方政府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也显示出居民医保强烈的福利特征,其
保障水平与政府财政能力息息相关。

同时,在地方财政能力保证之外,地区社会风

险水平对城镇医保筹资水平也显示出显著影响,
这反映出中国福利供给的明显特点:较高的政府

回应性以及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但在地方吸

纳社会稳定风险的途径上,当前医保筹资水平更

多吸收了正式渠道的政治参与所表达的诉求,对
社会化渠道和非正式渠道表达的意见则吸收较

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网络为代表的社会化

参与具有低风险、低成本的特征,推动了广泛的政

治参与[33];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制度外的抗争

性参与渠道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出较快的上升

趋势,对政治稳定是一个严峻挑战和考验[34]。因

此,地方政府在政策决策上,一方面可以考虑继续

增强人大、政协等体制内参与人士代表的广泛性,
充分发挥他们的民意代表作用;另一方面要适当

扩大公民意见吸纳范围,多渠道吸纳民众通过网

络、社会组织等社会化参与渠道以及通过制度外

参与等方式表达的诉求,将之纳入到政府的公共

决策考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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